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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2 年香港新修订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资料处理者（即外判商）规管模式问题是修订时

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对资料处理者各种规管模式的利弊，并对香港选择的间接规管模式进行讨论，

最后对我国的相关立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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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新技术的发展，香港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新修订了《个人资料（私隐） 条例》

（第 486 章） （以下简称“私隐条例”）。其中，资料处理者（即外判商）的规管模式问题

是 2012 年香港条例修订的主要问题之一。现今，把个人资料分判或委托给其他人处理的情

况越来越普遍。该问题也是我国目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就该问题进行分析，并为我

国相关立法提出建议。 

 

一、香港私隐保护的概况及存在问题 

 

（一）概况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早已于 1996 年 12 月实施了私隐条例，并指定香港个人资料私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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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员公署为行政上的执行监察机关。[1]香港私隐条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市民的个人资料

不会被人误用或滥用。[2] 

与香港其他条例不同，私隐条例是以原则为中心的。条例的核心条款为六项保障资料原

则。[3]私隐条例的附表 1 规定了这六大保障资料原则：（1）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及方式；（2）

个人资料的准确性及保留期间；（3）个人资料的使用；（4）个人资料的保安；（5）制定及

提供个人资料的政策及实务；（6）查阅个人资料。 

这六大原则就是该条例的基础。在这六大原则的背后意图是，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从而

引导个人资料的处理。[3]这些原则并没有对资料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直接具体详细的规定。[3]

当资料使用者违反条例时，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私隐专员将会进行调查，在确定资

料使用者违规后，对其发出一封执行通知。违反资料保护原则往往只会引起民事诉讼而已。

而不管该执行通知是否已发出，受害者都可以起诉资料使用者。[3] 

私隐条例的六大原则并没有采用严格的定义，导致在诉讼中条例的日常语义未必是足够

的。[3]在某些案件中，专家的解释和建议可能对资料使用者有利。[3]在司法判决方面，至今

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司法判例能对所有的原则做出一个权威性的解释。[3]在行政规管方面，在

过去十几年中，私隐专员处理了几百件询问和投诉，已对这些原则做出某些规范性的解释，

发布某些具体个案简述，并给予这些原则更充分的含义。私隐专员在这些个案的决定只反映

公署的意见及政策 ，并时不时被行政上诉委员会和法院检验。[3]私隐条例实施的十几年来，

法院与私隐专员公署分别做出了一些司法原则和执行决定。[1]正所谓“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

而是经验”，1这些实践和修订的经验都很值得我国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时加以

参考与借鉴。[1] 

（二）存在问题 

香港六大保障资料原则仅规定了资料使用者的责任，而并没有规定资料处理者的责任。

                                                              
1 [美]罗斯科·庞德. 余履学译. 法理学·第一卷[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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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律上的空白，有可能导致个人资料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私隐条例区分了资料使用者

（data user）和资料处理者（data processor）。资料使用者委托资料处理者处理个人资料。

资料使用者是指，独自或联同其他人或与其他人共同控制个人资料的收集、持有、处理或使

用的人。2资料处理者是指，纯粹为资料使用者（而并非为其本身的目的）持有、处理或使

用个人资料的任何一方（但不包括资料使用者的雇员）。资料处理者具有两个特点：（a）代

为另一人处理个人资料；以及（b）并不为自己本身目的而处理该资料。3例如，受聘把个人

资料输入电脑系统的服务提供商，和受聘销毁载有个人资料的机密文件的外判商。[4]私隐条

例第 2（12）条对资料使用者和资料处理者进行区分，指出资料处理者并非资料使用者。4 

资料处理者定义宽广。资料处理者包括，传统的信息科技、应用系统及业务流程外判服

务供货商，获委聘把个人资料输入计算机的合约服务供货商，以及负责切碎内含个人资料的

机密文件的承办商；同时也包括，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外判服务公司，如互联网服务供货商、

网页寄存公司、社交网站营运商及服务式软件提供者。[5]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资料处理者的责任问题尤为重要。把个人资料分判或委托给第三者

处理的趋势日益普遍，资料处理者承担主要的保密工作。[5]以电子方式处理个人资料，增加

了这些资料外泄的风险。因为资料遗失，可在瞬间发生，并可对受影响的资料当事人，造成

重大及深远的损害。以电子方式把个人资料传输给承办商或外判受托方处理，这方面的风险

尤其值得关注。[5]在香港，已经发生了连串的个人资料泄漏事件，以及互联网上流传的外泄

的个人资料的事故。这些事故使个人私隐遭严重侵犯，并造成身分被盗用和假冒。[5]香港社

会人士担心，资料处理者违反保安规定，可能会导致在互联网上大量泄露个人资料。[5] 

私隐条例仅仅规定，资料使用者须就该获其授权（不论是明示或暗示，亦不论是事前或

                                                              
2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第 2 条，由 2012 年第 18 号《2012 年个人资料(私隐)(修订)条例》

第 2 条修订。 
3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附表 1 第 2(4)条，由 2012 年第 18 号《2012 年个人资料(私隐)(修
订)条例》第 40 条增补。 
4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第 2(12)条规定：“如某人纯粹代另一人持有、处理或使用的任

何个人资料，而该首述的人并非为其任何本身目的而持有、处理或使用(视属何情况而定)该数据，则(但亦

只有在此情况下)该首述的人就该个人资料而言不算是数据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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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授权）的代理所作出的任何行为承担责任（第 65（2）条）。因此，资料处理者无须遵

守私隐条例，包括保障资料原则的规定。资料处理者只可能对其委托人资料使用者承担合同

上的义务。之前的立法咨询文件指出，第 65（2）条的规定是并不足够的，立法应该加强保

安措施，特别是涉及外判时的保安，以规管交托给代理处理的个人资料。[5] 

 

二、对资料处理者的规管模式 

 

（一）国际做法 

向资料使用者施加特定的义务，要求资料使用者确保资料处理者保障个人资料的安全，

是国际上的惯常做法。[5]其中包括： 

（a）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欧盟指令5同时向资料控制者和资料处理者施加直接责任。依

据该欧盟指令第 2（d）（e）条，所指的资料控制者相当于香港的资料使用者，资料处理者

以资料控制者的名义处理资料。该欧盟指令第 17 条规定，资料控制者需挑选可充分保证采

取技术性保安措施及机构层面措施的处理者，并需通过合同或其他法律行为来确保处理者遵

行该等措施。该欧盟指令第 16 条把有关资料处理的保密责任，加诸资料处理者身上，并要

求资料处理者只能遵照资料控制者的指示处理资料。可是，欧盟指令对资料处理者没有直接

的约束力，而成员国在法律上无须直接施加有关责任。[5] 

（b）英国保障资料法令6向资料控制者施加责任。英国保障资料法令第 1（1）条指出，

资料处理者不同于资料控制者。第 11 条规定，资料控制者必须挑选可充分保证在处理资料

方面采取技术及机构层面保安措施的处理者；并须采取合理的步骤，以确保资料处理者遵行

                                                              
5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Directive 95/46/EC of 24 October 1995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Official 
Journal L 281 of 23.11.1995]. 
6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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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措施。第 12 条明确指出，资料控制者向资料处理者施加责任的方式必须是采用合同方

式，并且必须采用书面合同方式。合同条款包括，资料处理者必须只能遵照资料控制者的指

示处理资料，并应履行与资料控制者同等的法律上的保障义务。[5] 

（c）加拿大《个人资料保障与电子文件法案》7向机构（organization）施加责任，要

其以合约方式或其他方法，确保其分判承办商及代理，会遵守该规管私营机构的法案。[5] 

（d）新西兰的私隐法令8规定，机构须在其权力范围内采取一切合理的措施，防止在聘

用第三者提供服务时所交托的资料，在未经授权下遭使用或被披露。[5] 

（e）澳大利亚私隐法令9要求把私隐资料纪录交托给服务供货商的纪录备存者，在其权

力范围内采取一切合理的措施，防止有人在未经授权下，使用或披露受托纪录内的个人资料。 

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均没有区分资料使用者与资料处理者。不论是资料使用者或资料处理

者，任何机构均须遵行有关私隐原则，包括与私隐条例下保障资料第 2（2）原则（保存）、

第 3 原则（使用）及第 4 原则（保安）相若的原则。[5] 

作出任何模式的规管，目的都是确保资料当事人的个人资料私隐受到法律保障。要达到

此目的，可选择的规管方法包括向选用资料处理者的资料使用者订明特定责任、或直接规管

资料处理者、或两者兼用。[5] 

（二）直接规管 

直接规管模式是指，私隐条例直接订明资料处理者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采用直接规

管的理由是：（1）单单依靠资料使用者，确保资料处理者保障个人资料私隐未必足够；（2）

资料当事人可能会期望，交予资料处理者的个人资料，应受到资料使用者所提供的同等保障。

（3）资料使用者辩称，间接规管模式将对他们造成沉重的负担。现时分判安排非常普遍，

资料处理者可能会把个人资料再次转移给其他分判承办商，而分判承办商可能再进一步把资

                                                              
7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S.C. 2000, c. 5. 
8 The Privacy Act 1993, reprint as at 2013-07-15. 
9 The Privacy Act 1988. 



大珠三角论坛                                                               2013 年第 2 期 

57 
 

料的处理工作，分判给其他代理处理。如法律不对资料处理者作直接规管，则资料使用者会

因私隐条例第 65（2）条，就资料处理者及与其没有直接合约关系的分判承办商的错失，承

担全部责任。[5]（4）受害者没法直接起诉资料处理者，可能导致无法及时阻止侵害，特别

是当资料处理者位于境外时，更加难以阻止侵权继续进行。[6] 

直接规管模式被认为是对受害者而言更为直接有效的解决模式。[6]甚至有人提出更为激

进的模式，要求资料处理者承担法律上直接责任的同时，还要求资料使用者承担替代责任

（vicarious liability）。[6] 

参照资料使用者的直接责任，资料处理者如需承担直接责任，一般要遵循以下三项要求：

[5] 

“（a）确保个人资料只会用于在受托处理资料时所述明的用途，或与其直接有关的用

途；（b）采取所有合理可行的步骤，确保由其保管的个人资料安全及妥为保存；以及（c）

采取所有合理可行的步骤，删除无须再为贯彻其受托目的而持有的个人资料。 

资料处理者若不遵行上述（a）至（c）项任何一项规定，私隐专员会采取执法行动，

包括送达执行通知。” 

（a）项规定限定了用途。（b）项规定是处理个人资料方面的基本保安规定。（b）项规

定不应对与互联网有关的行业造成额外负担。他们只需采取适当的措施，保障其系统及网络

内资料的安全。资料处理者并非承担绝对保证责任，只要资料处理者已采取所有合理可行的

步骤，防止个人资料保安方面的风险，便不会违反规定。[5] （c）项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因

资料处理者无限期保存其处理的个人资料而增加保安风险。[5] 

在现实中，这三项直接规管的规定存在各种操作上的困难。原因有两个：（1）许多资

料处理者往往不知道所处理的资料是否含有个人资料。很多与互联网有关的行业的经营目

的，是方便取阅资料。举例而言，如搜寻器把个人资料编入索引和作快取贮存，然后再将这

些资料提供给使用者，则尽管这些资料处理者并不知道有关资料是个人资料，也可能抵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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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责任。资料处理者可能无法确定，怎样会构成未经授权下取阅个人资料。[5]（2）许多资

料处理者都不知道其处理的资料的用途，包括收集资料的原来目的。私隐条例依据“在收集

该等资料时的使用目的”等概念进行规管。但部分与互联网有关的行业会为多个委托人处理

同一资料。由于要代多个使用者对同一资料作不同用途，要求该资料处理者确定资料的准许

用途，并非直接简单的事情。[5]例如，社交网站同时为发布资料的使用者、资料搜索者、被

通知有关资料发布用户、以及资料阅读者处理个人资料。[5]又如，依靠广告收入来经营的网

上电邮服务供货商，可能要代发件人传输个人资料，代收件人储存、转寄个人资料及将之编

入索引，以及代第三者处理资料作市场推广讯息用途。[5] 

因此，如果规定促进信息自由流通的资料处理者必须确定所储存、编入索引、传输、送

达等的信息是否个人资料，且该等个人资料是否用于资料使用者委托时所述明的用途，则将

会向资料处理者施加广泛的责任，可能会阻碍互联网信息的流通。[5]而且互联网相关行业对

如何直接规管表示忧虑。因为个别行业在运作上具有特有限制，所以直接规管最好能对不同

类别的资料处理者施加不同的责任。然而这样的规定可能无法实现。[5] 

（三）间接规管 

间接规管的模式毋需由私隐条例规定资料处理者的明确责任，但要求资料使用者应确

保，资料处理者保障个人资料的安全程度须与其本身提供的相同。如采用间接规管模式，若

资料处理者有过失，受害的资料当事人及资料使用者不能依据私隐条例向资料处理者寻求补

救。不过，资料使用者仍可根据违约责任，向资料处理者寻求补偿。而受害的资料当事人只

可向资料使用者寻求补救。[5] 

采用间接规管的理由是，直接规管很可能无法切实实施。如果要为资料处理者订立广泛

适用的详细责任，可能会为与互联网有关的行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与互联网有关的行业，

例如互联网服务供货商及网上服务供货商，难以遵行广泛适用的详细责任，不利于正在蓬勃

发展的与互联网有关的行业。尽管在草拟法律时如何小心谨慎，以顾及与互联网有关的各类

行业的特有问题，但互联网的世界瞬息万变，直接规管很难做到不会窒碍与互联网有关的行

业发展新服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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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间接规管模式的实施必须具有可靠性，资料使用者必须采用合约或者其他方

式来确保资料处理者采用同等的保障。资料使用者应要求资料处理者遵循保障资料原则 2

（2） （资料保留期间）、原则 3（个人资料的使用）以及原则 4（个人资料的保安）。[7] 

（四）折衷模式 

折衷模式要求，互联网行业制定自己的私隐政策，并履行其私隐政策。实际上，香港很

多与互联网有关的行业实行私隐政策。这些私隐政策既适合其业务，又获顾客接受。这样或

可缓解与互联网有关的新行业的发展可能遭窒碍的问题，取得互联网发展所需的灵活性。[5] 

折衷模式对资料处理者进行规管，但不是直接立法规管，而是明确规定，资料处理者若

采用订明个人资料的使用、保安及保存的私隐政策，则应该履行该等私隐政策相关规定。[5]

凡不遵守本身私隐政策规定的资料处理者，私隐专员会对其采取执法行动，包括送达执行通

知。[5]这样，资料处理者便可采用适合其本身业务的私隐政策，并可明确知道其法定责任与

本身的私隐政策吻合。[5]不少资料当事人及与互联网有关的行业，都熟悉行业内私隐政策方

面的自我规管机制，而事实证明这个机制是切实可行的。[5] 

有关私隐政策可能过于宽松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资料使用者挑选的资料处理者如

采用过于宽松的私隐政策，则资料使用者便会违反其在私隐条例下的责任。[5] 

 

三、香港的解决方案 

 

香港最终仍然采用间接规管模式，但新增加了资料使用者的责任。2012 年 10 月 1 日

修订的新私隐条例仍然坚持区分资料使用者和资料处理者，仍然只直接规定了资料使用者本

身的责任。虽然立法咨询文件提出直接规管资料处理者等建议，但经过多方咨询后，并没有

采用这些建议。资料处理者仍然不需要承担私隐条例上的直接责任。[8]香港新增规定，数据

用户须采取合约规范方法或其他方法，以防止①转移予该数据处理者的个人资料的保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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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处理该数据所需的时间；10②转移予该数据处理者作处理的个人资料未获准许或意外地

被查阅、处理、删除、丧失或使用。11香港这两个新增规定，更加切合国际的普遍做法，适

当填补了法律上的空白，加强了个人资料的保障。 

（一）限制保存时间 

第①点是保障资料第 2 原则的体现，并被新增为第 2 原则的第（3）分项。第 2 原则规

定了个人资料的准确性及保留期间。该原则要求，资料使用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确保个

人资料的准确性，并在完成数据的使用目的后，删除数据。12第 2 原则（1）和（2）分别规

定了：（1）资料使用人须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以确保资料在保存、使用和披露时准

确无误; （2）个人资料的保存时间,不得超过将其保存以贯彻该等资料被使用或会被使用的

目的所需的时间。[1]新增的第（3）款规定，“在不局限第（2）款的原则下，如数据用户聘

用（不论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聘用）数据处理者，以代该资料用户处理个人资料，该数据用

户须采取合约规范方法或其他方法，以防止转移予该数据处理者的个人资料的保存时间超过

处理该数据所需的时间。” 

（二） 禁止未获准许的查阅、处理、删除、丧失或使用 

第②点是保障资料第 4 原则的体现，并被新增为第 4 原则的第（2）款。第 4 原则规定

了个人资料的保安。该原则要求，资料使用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确保个人资料的保安，

免受未获授权或意外的查阅、处理、删除、丧失或使用所影响。13新增的第（2）款规定，“在

不局限第（1）款的原则下，如数据用户聘用（不论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聘用）数据处理者，

以代该资料用户处理个人资料，该数据用户须采取合约规范方法或其他方法，以防止转移予

该数据处理者作处理的个人资料未获准许或意外地被查阅、处理、删除、丧失或使用。” 

                                                              
10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 条例》(第 486 章)附表 1 第 2(3)条，由 2012 年第 18 号《2012 年个人资料(私隐)(修
订)条例》第 40 条增补。 
11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 条例》(第 486 章)附表 1 第 4(2)条，由 2012 年第 18 号《2012 年个人资料(私隐)(修
订)条例》第 40 条增补。 
12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简介，可见：http://www.pcpd.org.hk/chinese/ordinance/ordglance.html.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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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使用者采取措施，禁止资料处理者将个人资料传达给其他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3]特别是，资料使用者有时候并不能控制资料处理者如何处理个人资料。[3]因此，私隐专员

认为，资料使用者必须确保，在与资料处理者签订的合同中，包含了禁止条款。资料使用者

也必须尽可能安排所有的个人资料由自己管理，将资料丢失的风险降到最低。14 

（三）通过合约或其他方法规管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指出，资料使用者可以通过合约施加的责任一般有：（a）

资料处理者采取的保安措施一般应与资料使用者一样；（b）资料处理者不再需要就受托目

的处理个人资料时，应当交换、销毁或删除有关资料；（c）资料处理者不得为除受托目的除

外的其他目的而使用或披露个人资料；（d）绝对或有限制（例如，除非资料使用者同意）

禁止资料处理者再次服务分判；（e）如果再次分判，在资料处理者与分判商的合同中，分

判商承担的责任，应该与资料处理者承担的责任相一致；如果分判商未能履行责任，资料处

理者应该对资料使用者负完全的违约责任；（f）资料处理者必须即时报告保安违规情况或任

何不寻常的征兆（例如，审核追踪记录显示某职员在非正常时间段不寻常地频繁地查阅个人

资料）；（g）列明资料处理者必须采取的措施（例如，已制定个人资料保障政策和程序，以

及向相关职员提供足够的培训）；（h）资料使用者有权审核及视察资料处理者如何处理及储

存个人资料；（j） 违约责任。[4] 

以上并非穷尽式的列举。资料使用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或增加对资料处理者的责

任。资料使用者可能需要考虑的因素有，个人资料的数量、敏感程度、聘用的处理服务的性

质、资料泄露可能造成的伤害等。[4] 

条例并没有对“其他方法”进行直接定义。因为资料使用者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未能与

资料处理者签订保障受托个人资料的合同。所以，条例提供了弹性空间，允许以其他方法遵

从规定。保障资料第 2（3）及 4（2）原则都没有对“其他方法”进行定义。香港个人资料

私隐专员公署指出，一般而言，资料使用者可采用非合约形式的监督和审核机制，以监察资

                                                              
14 相关私隐专员调查报告为 no. R06-2599, http://www.pcpd.org.hk/english/publications/files/IPCC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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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处理者遵循保障资料规定的情况。[4]可采取的措施包括：（a）资料使用者应选取信誉良好、

能在技术能力及资料处理的管控措施方面提供足够保证，及在资料保障方面具有良好过往记

录的资料处理者；（b）为确保资料处理者时刻妥善保管受托处理的个人资料，及不会保留

资料超过所需时间，资料使用者必须对资料处理者已制定健全的政策及程序方面（包括足够

的员工培训及有效的保安措施）感到满意；（c）资料使用者也应有权审核及视察资料处理者

如何处理及储存个人资料，并在有需要时行使有关权利。[4] 

上述措施并非穷尽的，资料使用者可以采取其他措施，以遵从规定。资料使用者应选择

及采用有效方式，并予以妥善记录。因为，当接到投诉时，私隐专员将考虑资料使用者所采

取的所有措施的有效情况。[4] 

 

 

 

四、我国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建议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已经提上议程。2012 年 12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

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和责任，并赋予政府主管部门采

用必要措施的权力。但该决定仅仅涵盖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且规定较为简单。2013 年 2 月

1 日，我国首个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

息保护指南》实施。2013 年 9 月 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施行了《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

息保护规定》。各地也开始制定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条例，例如广州市提出《广州市公民个

人信息保护条例》专家立法建议稿。然而，这些已出台的规定相当零散且不系统，适用性不

强，仍无法根除个人信息保护遭遇法律尴尬的现状。我国迫切需要出台，完整的个人信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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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和与其配套的相关规定。 

我国 201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采用的是间接

规管模式。根据民法上的委托代理制度，应该由委托人承担直接的法律上的责任。随后，委

托人可根据合同，再追究受托人的违约责任。此次出台的文件规定，由电信业务经营者、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负责管理其代理商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第十一条规定：“电信业务经

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委托他人代理市场销售和技术服务等直接面向用户的服务性工

作，涉及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应当对代理人的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进行监督和管

理，不得委托不符合《规定》有关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要求的代理人代办相关服务。”且第十

三条第（三）款特别指出，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对代理人进行安全保

障措施方面的监督管理，应对其工作人员及其代理人实行权限管理，对批量导出、复制、销

毁信息实行审查，并采取防泄密措施。 

这个规定仅仅是起步。我国需进一步制定全面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相关规定。在制

定相关法律法规时，我国应该考虑施加的责任在整体上会对机构，特别是对信息科技界将造

成的影响。需要考虑的因素有：（a）利益平衡。个人信息权不是绝对的。必须平衡个人信

息权与其他权利；平衡个人信息权与某些公众及社会利益；平衡个人资料保障与正常商业运

作；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网络信息流通自由。（b）规则灵活。为通讯科技持续发展预留空

间。需要确保在科技转变中，个人信息保护法仍具弹性。立法干预未必一定是最有效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推行行政措施可达到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效果。（c）措施可行。制定的措施

在不同行业中都是合理可行的。规管的范围必须足以构建全面的保护网，但又不会将无关对

象纳入规管范围。（d）社会共识。应立足于社会对私隐课题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并借鉴现

行的国际规管标准和做法。[5]  

鉴于直接规管模式可能难以施行，间接规管模式应该相对合适。同时，我国还应该出台

类似香港的相关指引，为资料使用者提供具体指导和参考。不同于香港，我国目前相关行业

的隐私政策很不完备。我国还应该鼓励引导资料处理者制定和实施相关隐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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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ng Kong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has been amended in 2012. The problem on 

liabilities of data processors （which are contractors） is one of the main issues to be amend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ll approaches to regulate data processors, then discusses the indirect 

regulation model in Hong Kong, finally makes a legislation proposal to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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